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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说到“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其所推举的汉代之文学，即为赋，且称其为“后世莫能

继焉者也”。

作为一种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学样式，赋体渊源于先

秦时代。尤其是在战国末叶，在荀况、宋玉的手中，赋已经作

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自立于诸种文学体裁之林。“秦世不

篇。虽文，颇有杂赋。” 《汉书 艺文志》亦载有秦时杂赋

已失传，却表明赋的创作在秦代亦未曾完全中断。降及汉代，

赋终于成为一代文学之正宗。

西汉初期，即从汉高祖到文、景之世，刘氏诸王皆注意招

致四方游士，邹阳、严忌、枚乘等文士皆以文辩著名，纷纷投

于诸侯王门下。诸侯王的好尚，文士们的云集，给文学的发展

提供了特定的环境，对辞赋的创作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汉

初的辞赋家有陆贾、贾谊、枚乘等十几人，作品近二百篇。这

些作品虽多不存，且可能包括一些楚辞体作品，却已为赋的兴

盛，准备了条件。

到了武、宣、元、成之世，赋的创作进入了极盛时期。雄

一

《文心雕龙 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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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大略的汉武帝好辞赋，不仅亲自动手写作，而且对枚乘、司

马相如等人的作品赞赏备至。宣帝更设立了金马、石渠之署润

色鸿业，不仅“言语侍从之臣”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从而使赋获得了独公卿大臣们也“时时间作” 尊的地位。

西汉中期，赋坛所拥有的作家如司马相如等人，是最杰出的，

所拥有的作品在数量上，也是当时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无与伦比

的。 汉书 艺文 位作家，志》所载诗、赋两家，凡

多篇作品，其中汉代歌诗仅 余篇作多位作家， 品，而

余人，汉赋则有作家 作品 多篇。从风格体式方面说，

这一时期的辞赋也趋于多样化。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文学史

上，这是辞赋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

东汉时期，长安已失去首都的地位，社会条件也有所变

化，但长安赋坛的雄风犹在。赋体创作仍承西汉余风并有所发

展，作家的阵容仍比较强大，作品的数量亦相当可观，在文人

的创作中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其中如班固、张衡等，皆为一时

辞赋创作之雄，其《西都赋》、《西京赋》时有讽谕之旨，更具

铺张之势，从而成为汉赋发展的后劲。

汉赋之所以成为汉代文学的正宗，既有其主观条件，又有

其客观因素。

尽管在汉赋的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了骚体赋、散体大

赋、抒情咏物小赋等不同的形式；但是，代表汉赋基本特点

的，却是自西汉中期至东汉中叶盛极一时的散体大赋，也称

“新体赋”。这种赋体，在内容上“体物写志”，在形式上“铺

采摛文”。它之所以被统治阶级提倡，极一时之盛，是因为它

二

班固：《两都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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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要。

汉武帝时期，在文、景之治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基

础上，对内经营，对外开拓，经济基础雄厚，政治统一安定，

国力空前强大。汉帝国以伟大的气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此

时，长于抒情的《诗经》，长于言幽怨之情的《楚辞》，在精神

和气魄上，很难与这种时代相适应。而铺张扬厉、体制宏伟的

煌煌大赋，则是最适于表现这种时代特点的文学样式。

同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定于一尊。儒

家之于文学，尽管也允许兴、观、群、怨，却规定“好色而不

，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淫”“、怨诽而不乱” 教。赋之于统

治阶级，既可当做“虞悦耳目”的文化娱乐品，又可作为“仁

义讽谕”的政治宣传品。散体大赋的作者们，大肆渲染汉帝国

的声威，只在篇末微含讽谕，这就很容易受到统治者的欢迎

了。

汉赋尤其是散体大赋的作家们，既没有周、秦时代民间歌

手在生活底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深切体会，也缺

乏建安时代三曹七子们在动乱中，对“风衰俗怨”的独到观

察。他们大多生活在长安，聚集在最高统治者周围。在汉帝国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们接触的是宫廷苑林，从事的是

游观羽猎。所以，汉赋中的大量作品，都与长安有着密切的关

系，或者写作于长安，或者直接描述和反映了当时长安地区的

自然风光和社会面貌。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

是对长安全景式的描绘，全方位地展现出长安壮丽的山川气

象，美丽的郊原景物，雄伟的城市布局。司马相如的《子虚

三

淮 叙》。南王刘安：《离骚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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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上林赋》描绘了长安城郊的苑囿陂池之盛。扬雄的《甘

泉赋》描绘了长安城内外宫殿建筑的巍峨，《羽猎赋》反映了

天子的游猎盛举和猎余兴致。还有大量的赋作，反映了长安城

中的社会生活、文体活动⋯⋯

声威远播的西汉帝国，已经成为过去，但大汉雄风仍在，

仍在激励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繁荣鼎盛的西汉长安

城，已经成为历史，但渭河两岸遗存的汉城断垣、汉宫残基，

依然激发起华夏子孙的惊叹回首。值得庆幸的是，西汉长安孕

育的煌煌大赋还在。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辞赋家们的生花妙笔，

再睹西汉长安的风采。

长安孕育出汉赋！

汉赋再现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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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繁荣与汉赋的兴盛

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作为汉代文学正宗的汉赋，其发展

演变同样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所谓内部因素，即

这种文学形式发展的内部规律。正是因为战国之际荀况与宋玉

在辞赋创作中的努力，使辞赋成为脱胎于诗、辞的一种独立的

文学样式，也才进而演进为汉代的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咏

物小赋。所谓外部因素，即这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同社会生活发

展的关系。正是两汉时期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促进了辞赋文

体形式的不断演进，从而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是，汉赋的发展与其他文学形式相较，也具有不同的特

点。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曾指出物质生

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即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

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

展也体现了这种不平衡性。初唐“贞观之治”时经济繁荣，诗

歌却在摆脱齐梁余风中艰难地发展。“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

诗歌中现实主义的创作却形成了高潮。而汉赋的发展却与物质

生产的发展完全平衡。西汉中期经济的空前繁荣，恰恰造成了

煌煌大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页，人民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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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当然是由汉赋这种文学样式本身内容与形式的

特点决定的。即其铺张扬厉、体物写志的赋颂传统，适应了西

汉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这种文学现象，今人多斥为歌

功颂德，粉饰太平。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个军事、经

济、文化的极盛期，确实是有功可歌，有德可颂。散体大赋所

着力展现的，正是中华民族至今为之自豪的大汉雄风。

这是在论述汉赋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应该明确的关键问

题。

第一节　　　　汉初的养士之风与骚体赋

一、无为而治与“治民聘贤”

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完成了统一，统一后鉴于东周王朝实

行分封制而尾大不掉，处士横议而邪说并起，遂推行郡县制而

加强中央集权。

由于秦王朝的短期速亡，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便注意

总结经验教训，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思想

统治的纽带比较宽松。同时，汉初既继续推行郡县制，又恢复

了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各地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 ，在 暴

秦统治下沉寂一时的文士们，开始活跃起来，战国时百家争鸣

的局面又回光返照了。

也许是暴秦速亡的教训太深刻了，汉初“破觚而为圆，斫

雕而又朴” ，采取措施，着力缓和社会矛盾。惠帝四年（前

《汉书》卷五十一，《邹阳传》。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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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元年（年），“省法令妨吏者，除挟书律” 前

年），又“除三族罪、妖言令” 。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清

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便起了实际的指导作用。体现这种思想

的基本著作，是《老子》和《黄老帛书》（长沙马王堆 年

汉墓出土）。黄老学说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

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

无为而治，使民休养生息，借以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封建经济。

在汉初战乱甫定，痛定思痛，寻求长治久安之术时，黄老

思想在统治阶层面前展现了一个美妙的前景，自然受到社会各

阶层的广泛欢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

皇帝、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太后、太子是这样，布衣

。将相们更是趋之若鹜。丞相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楚元王曾孙刘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 。当时以黄老思想治

国从政，颇有奇效。曹参“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

集，大称贤相”。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洁”，
，

岁余，使“东海大治”，“治务在无为而已 。这样一来，黄

老思想在汉初的思想界便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其声誉在司马谈

的《论六家要旨》中达到了高峰。

司马谈这位太史公，亦是黄老学派的忠实门徒。在长安城

中，他曾向唐都学习天文之学，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

学习道家学说。在《论六家要旨》中，他细致地比较了战国时

《汉书》卷二，《惠帝纪》。

《汉书》卷三，《高后纪》。

《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

《史记》卷五十六，《陈 相世家》。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

《史记》卷一二 《汲郑列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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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学说的优劣。认为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然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序君臣父子

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然其“博而寡要，劳而

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墨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然其

“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

可改矣”，然其“严而少恩”；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然其“使人俭而善失真”。只有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兼收众家之长，而尽弃其短，因而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因而“指约而

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思想的精要，就在于“无为，又曰

无不为”。

司马谈的这种精采论述，是对汉初朝野上下崇尚道家黄老

思想的深刻总结。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

因为中央集权的主要特征，就是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就是扼杀

人的个性，而张扬其共性，这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是，

思想、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却恰恰相反，只有最大限度地张扬

创造者的个性，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才能使作品更具有艺术

的个性，这可说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司马谈天才的儿子司马迁

发愤著《史记》，就是要“成一家之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汉

初主张“清静无为”，减少了国家对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所横

加的干涉。这正是汉初百家争鸣又拉开帷幕的合适氛围。不是

么，当时不仅黄老学说，而且儒、法等诸子百家，也在不同程

度上相继复活起来。你看，秦时一度频遭摧残的儒家学说，开

始崭露头角，或向学术文化方面发展。秦时显赫一时的法家学

说，尽管因秦王朝的速亡而声名狼藉，却受到了汉初讲求实效

的政治家的喜好。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一些文

士继承战国游士的遗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关心国家政治得

失，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文武并用的长治久安之策。那在暴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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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的刀光血影中降下了帷幕的百家争鸣，似乎又拉

开了一角帷幕。当然，无论是时间、广度，还是规模、流派，

并不能与先秦异采纷呈的学术流派相比。

西汉王朝虽为统一帝国，但毕竟刚刚从诸侯各自为政的战

国脱胎出来，又错误地认为秦之速亡与推行郡县制不无关系，
，

。开故“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始是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然高祖“困平城，病流矢”“，数年
，

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 。又杀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天

下共击之。” 同时就封了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

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赵王刘如意、梁王刘恢、淮阳王刘

友、代王刘恒等九个同姓诸侯王。刘邦尸骨未寒，吕后又大封

诸吕为王。在这些诸侯王的头脑中，不可能没有以前割据时代

的影响。因而，从扩张势力的需要，他们便仿效战国诸雄，

“招致四方游士”。如淮南王刘安便“招致四方宾客方术之士

数千人”；衡山王刘赐令其子居外家，多给金钱“，招致宾客”；

梁孝王刘武“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

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用以“招延四方豪

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致”。在这种社会风气中，汉初游士如

邹阳、严忌、枚乘等人，便像先秦游士们那样，纷纷投奔到诸

侯王的门下，战国纵横家的影子又出现了。

战国之世，苏秦、张仪等游士以纵横术周旋于诸侯之间，

片言以解纷，以口舌之劳而左右人君，立取富贵，在历史舞台

上曾演出了有声有色的活剧。以天下为己任者，仿效此可以建

① 柳宗元：《封建论》。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五十一，《邹阳传》。

《汉书》卷四十七，《文三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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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立业，持爵禄之重者，藉此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因而在楚汉

相争时，纵横之士已经开始活跃起来。“郦生因言六国纵
，

横 。这位高阳酒徒 食其，曾坐乘车而游说齐王，掉三寸

之舌，下齐七十余城，使将数万之众岁余才下赵五十余城的韩
，

信黯然失色。“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 。当

陆贾将其为汉王朝谋求长治久安而著述的《新语》献给刘邦

时，这位马上英雄连连称“善”。

纵横之士要说动人主，其言辞便不能如《尚书》那样佶屈

聱牙，也不能像《春秋》那样如断烂朝报，甚至也不能如早期

的诸子散文那样，或平铺直叙，或大而无当。试看《战国策》

中所记载的“苏秦说赵王”“，张 “，司马错论伐仪说秦王”

楚” ，“虞卿斥楼缓” 等，皆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

言，形式上铺张扬厉，对偶排比，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说服

力。汉初的游士投身于诸侯王门下以求其用，同样驰骋文辞，

其所作散文也依然保存了战国纵横家的气息。即如邹阳，《汉

书 艺文志》在纵横家类著录有《邹阳》七篇，其代表作《狱

中上梁王书》，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文章。全文排比铺张，语

意层见复出，滔滔不绝，以此造成盛大的气势，是典型的战国

游说家的口气。其他如陆贾的说辞，贾谊的政论，也都承袭战

国纵横家遗风，大多感情充沛，语势铺张。他们可说是文学化

了的纵横家，或说是纵横家式的文学家。

同时，当时的刘氏诸王如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等，也

都爱好辞赋，梁园宾客皆善属辞赋，一时文士云集。诸侯王的

① 《史记》卷九十七， 生陆贾列传》。

《战国策 赵策二》。

④ 《战国策 秦策一》。

赵策三《战国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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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尚，文士们的投其所好，也就给辞赋的创作提供了条件。淮

南王刘安及其群臣的大批辞赋作品，就是这种环境中的产物。

如果说，陆贾、贾谊诸人皆以辞赋家而逞说辞，写政论，

故其说辞、政论从表现手法到语言修辞，颇具辞赋特点；那

么，他们继承荀况、宋玉的传统，从事骚体赋的写作，也就是

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汉初“治民聘贤”的社会风气，政论中浓厚的战国说辞的

遗风，对骚体赋的创作，无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抒情言志的骚体赋

赋，又称为辞赋。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汉人是指两类文

学作品。一类是指楚辞和模仿楚辞形式的作品，一类是指赋体

作品，有时则通称 艺文志》称“大儒孙卿辞与赋。如《汉书

及楚臣屈原，罹谗忧国，皆作赋以讽”，且录有“楚屈原赋二

十五篇”，即是指楚辞。《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云“景帝不好

辞赋”，显然是指赋。《汉书 扬雄传》称“赋莫深于《离骚》，

辞莫丽于相如”，则是辞与赋的通称。当然，汉人也已开始将

二者区别开来，《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即称宋玉、唐勒、景差

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只是区别得还不够明确罢了。六

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分立《辨骚》、《诠赋》两

篇，萧统在《昭明文选》中，也分立赋、骚两类，两类文体的

区分就很明确了。

赋作为既有别于诗歌，又有别于散文的一种独具特点，又

自成系统的文学体裁，其艺术特点首先是描写手法上的铺陈。

《文心雕龙 诠赋》即云“：赋者，铺也。”挚虞《文章流别论》

亦谓“：赋者，敷陈之称”“，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这说　

明赋体作品无论叙事状物，还是遣辞造句，皆注重铺陈。其

次，赋体在句式上骈散相间，在音节上韵散兼行。其中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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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和“韵”是其诗歌的因素“，散”则属于散文的因素。其
，

三，赋体在形 。当然，这种诵读于口头时，是“不歌而诵

并不像朗读普通散文那样，因为赋体毕竟是讲究音韵和节奏

的。此外，赋体在行文结构上往往采用虚设客主问答的方式，

“即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言情本；乱以

其篇前往往有类似理篇，迭致文契。” 序的段落作引子，篇

末又往往有类似于楚辞中“乱辞”的段落来作总结。

当然，这四个方面的艺术特点，主要是就典型的汉代散体

大赋而言，在汉赋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也

有不同的表现。但文学史上，一般人称谓的赋或辞赋，指的就

是具有上述基本特征的这样一种文学体裁。

那么，具有这种艺术特质的赋体作品，其渊源何自呢？

骚体赋的渊源

关于赋体的渊源，古今的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观点。汉代

的班固在其《两都赋》的序言中即谈到：

赋者，古诗之流也。

南朝时期，刘勰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其《文心雕龙

诠赋》论曰：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

《智》，宋玉《风》、《钓》，爰锡（赐）名号，与诗

划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诠赋》。《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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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赋体的渊源一是《诗经》，二是《楚辞》。实际上，

赋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因素绝不仅止于《诗经》、《楚辞》。

就其外部规律而言，赋体受到战国以至汉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背景的影响；即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除诗、辞外，赋

体又受到战国和汉初散文的影响，从而在汲取了前代的和当时

的文学多方面的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时代孕育和产生

出来。

就赋体与《诗经》的关系而言，班固所说的作为“古诗之

流”的“赋”，指的乃是屈原等人的楚辞体作品。其《汉书 艺

文志》即指出屈原罹谗忧国后所作之“赋”“，咸有恻隐古诗之

义”，即继承了《诗经》不离雅正、有益风轨的“恻隐之义”。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赋予班固这个观点以新的涵义，则赋

体主要是从《诗经》的六义之一的“赋”发展演变而来。它继

承的主要是诗歌的铺陈手法，以及诗歌在运用这一手法时讲求

辞藻的特点，进而演变成为赋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此即刘勰所

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也。刘熙载亦谓“六义不备，非

诗即非赋也” 。当然，《诗经》的不同体制，也影响到赋的不

同形式：

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

本于《颂》。

虽言之过细，但汉代不同的赋体与《诗经》中不同的体制之

间，确有精神方面的联系。

如果说，赋体从《诗经》的六义中，获得了一种基本的表

现方法；那么，经过《楚辞》的哺育，赋体便获得了自己的基

① 刘熙载：《艺概》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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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态。汉初的骚体赋，即是赋体与《楚辞》相联系的重要纽

带。赋的其他体制在酝酿形成过程中，也从《楚辞》中多方面

地汲取了营养，故刘勰直谓《楚辞》“文辞丽雅，为词赋之

。《楚辞》中的《招宗” 魂》对天地四方凶险的渲染，对楚国

宫室、饮食、女乐、博奕等的夸饰，可谓极尽铺叙之能事，可

说是《楚辞》中向赋体过渡的作品。汉赋虽少得《楚辞》之

“雅”，却多得《楚辞》之“丽”。其次，《楚辞》“叙情怨，则

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
，

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不仅对客观事物的刻画更为

精美，而且往往构成异常奇丽的境界，可谓“体物”入微。屈

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其作品遂将“体物”

与“写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汉赋的“体物写志”，可说是

正导源于此。此外，汉赋中托为问答的方式，篇末用“谇”或

“系”来归结的方法，对辞藻的着意讲求，叙事状物中对偶句

和联绵字的大量运用，也是从《楚辞》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

“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 ，从而发展演变而

来的。

《诗经》、《楚辞》对赋体的影响，是古今研究者们所公认

的。实际上，春秋战国散文对赋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章学诚

的《文史通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

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

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

事，《吕览》类辑之类也。

① 《文心雕龙 辨骚》。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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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归类举例虽失之牵强，但这种影响确实是存在的。诸子散文

中《论语》、《墨子》的记言，《孟子》、 庄子》的对话，与赋

体的托为问答，确有渊源关系。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前文所指

出的战国纵横家的说辞，即《战国策》中铺排和夸饰的辞令，

铺张扬厉、恢廓声势的风格。秦时李斯的《谏逐客书》，已经

有着明显的辞赋化的倾向。在汉初养士之风与游说之习流行之

时，以纵横家的手法写作辞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骚体赋的形成

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云：

或曰：《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荀

卿《礼》、《知》二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

之。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奋其雄夸，乃与

《雅》、 颂》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词人之赋兴焉。

程氏确认宋玉为骚赋之祖，而排除了荀况。实际上，赋兴于楚

而盛于汉。在战国末叶，以荀、宋为代表的楚地作家，在楚辞

的故乡创制出骚赋。荀、宋同为骚赋的创始人，只是所起的作

用不同罢了。正如刘勰所谓，荀之于赋，是“爱锡名号”，宋

之于赋，是“与诗划境”。

艺文志《汉书 》记荀况存赋 篇，其中的《诗赋略》“杂

赋”类有“成相杂辞” 篇。实际上，荀况的《成相》只是

古代民间的一种歌讴，并不能算作赋。其赋作只有《赋》篇，

包括“礼”、“知”、“云”、“蚕”、“箴”、“佹诗”和“小歌”七

个部分。前五部分托物寓意，表明君子要循“礼”而动，要有

明达纯粹而无疵的君子之“知”，要有大参天地、德厚尧禹的

“云”一般的广大精神，要有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的“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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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功被天下的品德，要有既以缝表、又以连里的“针”一样

的才能。后两部分直陈其忧国的苦心和罹谗的牢愁。全篇确有

古诗的恻隐之义，也与楚辞的精神相通。它所采用的一方发

问、一方对答的形式，与赋体中的客主问答也有相仿之处。至

于末尾的“佹诗”和“小歌”，意在归结全篇，类似于《楚辞》

中常有的“乱辞”。应该说，荀况的这一《赋》篇，已经具备

了赋体的若干因素，又首先以“赋”名篇，应视作赋体的开

端。

赋体“与诗划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则是宋玉

的贡献。

司马迁即谓宋玉 。《汉书“以赋见称” 艺文志》载宋玉

有赋 篇，然篇目无考。现被指为宋玉的作品有：《楚辞章

句》中的《九辩》和《招魂》，其中《招魂》非宋玉作已有定

论，《九辩》是楚辞体作品；《古文苑》中的《笛赋》、《大言

赋》、《小言赋》、《钓赋》、《舞赋》和《讽赋》，因成书最晚，

真实性早被怀疑；《昭明文选》中的《高唐赋》、《神女赋》、

《风 、《对楚王问》赋》、《登徒子好色赋 篇，论者以其多用

第三者口吻叙述宋玉与楚王之间的问答，且其散文赋体与汉赋

相类，怀疑不是宋玉所作。但是，以第三人称著书在先秦本不

乏其例，《孟子》、《庄子》等即是；再说其铺张的辞采虽略似

汉赋，但规模气象却全异。因此， 文选》中的这 篇作品，

其产生于战国末年，经过后人整理，自有可能；即使非宋玉亲

笔所写，也与宋玉有直接关系，当是不成问题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 诠赋》中，谈到宋玉《风赋》等作品

“与诗划境”时，着眼于其中“述宾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

文”。看来，赋体的这两个特点，在宋玉的赋作中已经完全具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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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所谓“述宾主以首引”，是赋体的结构特点。即如《高

唐赋》开篇先写楚王与宋玉的一段问对，精细地描写了高唐之

观上的朝云在“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的情景，语言优美形

象，以此作为引子或序言，说明了作赋的缘由，引出赋体正

文。所谓“极声貌以穷文”，是赋体的描写特点。《高唐赋》的

正文描写高唐景物，则作铺排夸张的极力描绘，“可谓穷造化

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 在语言上，

宋玉赋作兼用《诗经》、《楚辞》和散文的句式，以手法的铺排

和遣词的华美为其主要特征，对高唐景物的各个层面，都尽量

选择声色华美的词句，去作铺张的描写。从而在楚辞的故乡，

创制出成熟的赋体文学，使之“与诗划境”，成为我国古代文

学中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体。

当泗上刘亭长高唱着楚声，在长安城中建立了西汉王朝

后，由楚人创始的骚体赋，就又出现在汉初长安的文坛上了。

汉初的骚体赋

西汉初期，辞赋创作即呈现出勃兴之势。纵横之士和政论

作家，即加入到辞赋的创作队伍中来，“陆贾扣其端，贾谊振

。今所存二百余篇作品，除纯为楚辞体者外，其绪” 就其内

容和体制说，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抒情写怀之作，如贾谊

的《吊屈原赋》；一类是咏物之作，如路乔如的《鹤赋》、邹阳

的《几赋》、羊胜的《屏风赋》、公孙诡的《文鹿赋》、枚乘的

《柳赋》等；一类为叙事之作，如枚乘的《七发》。

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如贾谊这样

的朝廷命官。贾谊少有大志，怀抱改革政治的理想，年仅二十

二岁，便受到汉文帝赏识，超迁为太中大夫，在长安城中参与

程廷祚：《骚赋论》。

《文心雕龙 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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